
 

四、中國大陸社會抗議的性質和趨勢 
 

中央研究院陳志柔副研究員主稿 

 

當今中國大陸的集體抗議，絕大部分是特定群體因為自身利益  

受損，走投無路下的維權行動；其次是城市居民保護自身環境、

或抗議政府執法不當的集體抗議；第 3類則是民族主義情緒下
的反帝國主義行動。 

■ 

■社會抗議的 3 大群體，一是城市改制企業職工；二是農村失地
村民；三是城市拆遷居民。2005 年起，新興抗議群體包括：外
資企業農民工、民辦學校及高校的大學生、城市特定職業群體、

及城市中產階級市民。 

■絕大多數群體抗議的訴求都是針對群體自身的經濟利益，很少

是有關公眾利益或普世價值的議題。但近兩年來，後者數目明

顯遞增，且帶有極強的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傳播效果。 

■群體抗議未必立即危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但數目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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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抗議事件的參與人數也快速膨脹，不可確定性隨之增高。

尤其當股市下跌、房價過高、物價膨脹時，城市白領市民心生

怨恨，群體騷動失控的可能就會提高。 

■群體抗議利用有限開放的政治結構、媒體報導和網路空間，已

經成為政治過程的一部份；它們參與了國家部門機構之間、中  

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角力和利益競逐，構成新一輪的國家與社

會關係。 

 

    當今中國大陸的集體抗議，以數量比例而言，首要是特定群體為

了自身利益受損的維權行動，如改制企業職工、外資企業工人、拆遷

居民、失地農民等；第 2 類是城市居民保護自身居住環境，或抗議政
府執法不當的集體抗議，如廈門反 PX項目及上海反磁懸浮延長線的行
動；第 3 類則是民族主義情緒下的反帝國主義行動，如近日多個城市
民眾到家樂福前示威反法國。這些集體抗議行為，未必直接挑戰中共

黨國體制的合法性，但已經彰顯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正進入新的互動

階段。 
    分析當代中國大陸的社會集體抗議，必須從有限的資料提煉有用
的訊息。以新聞報導而言，1997年至 2007年之間，關於中國大陸社會
集體抗議的新聞，逐年增加，共計 1 千餘個事件。考量中國大陸的媒
體管制和國家規模，1千餘件群體抗議事件當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藉由
深入的貫時性分析，的確可以勾勒出 10年來社會抗議的變遷和趨勢。 
 
（一）群體抗議的行動者、議題、動員 

分析群體抗議，首要問題不外「誰在抗議？」及「為什麼抗議？」。

從 1997 年到 2002 年間，社會抗議的兩大源頭，一是城市改制企業職
工為了下崗待遇、工資及退休金，走上抗爭之路；二是農村村民為了

土地徵收及稅費問題，槓上貪腐幹部及地方政府。2003 年以來，城市
被拆遷居民集體抗爭的事件急遽增加，雖然 2004 至 2006 年間有所減
緩，但 2007年起，拆遷抗議事件又另起一個高峰。此外，200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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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抗議群體逐漸成形，包括：外資企業農民工、民辦學校及高校的

大學生、城市特定職業群體(如教師、職業司機、退伍軍人)、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為了

自身生活條件的公眾議題抗爭。 
集體抗議的訴求，反映社會衝突的性質和解決之道。例如，訴求

是針對抗議者的小群體利益，還是公眾利益？抗議者要求的是經濟利

益分配、還是政策措施改變？解決方案是一次性補貼、還是修改遊戲

規則？截至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群體抗議的訴求都是針對該群體的經

濟利益受損，如工資、補償金等，有關公眾利益或普世價值的議題，

並不常見。以近 3年的事件分類次數分配為例，訴求公眾利益的事件，
約為當年度所有抗議事件的 1成左右。2007年發生的 340件集體抗議
的新聞事件中，243件(占 71％)訴求自身群體利益，僅僅 46件(占 14％)訴求公

眾利益。 
雖然以公眾利益為訴求的群體抗爭比例仍低，但從 2005年起，這

類事件顯著遞增，且它們的影響力和傳播效果，遠高於其他小群體抗

議。例如，2007 年廈門反 PX 項目的遊行，及上海反磁懸浮延長線的
聚眾散步，都是以環保公害為訴求，打動中產階級市民的心，抗議成

員利用網路社群和手機簡訊進行訊息交流、議題辯論，從而擴散動員、

集結群眾。又如，2008年 4月，多個城市爆發抵制家樂福的反法示威，
也是源於網路論壇的討論動員。 

公眾議題升級成為群眾集結事件的動員過程中，網路論壇和手機

簡訊成為重要的媒介平臺。環保公害的訴求能在當地城市的網路社群

中得到共鳴，成功帶動集體行動；源於民族主義情結的愛國行動，也

多能成功地透過網路迅速集結人氣。 
  
（二）群體抗議的制度形成及政治風險 

表面上看來，群體抗議雖然頻率遞增，但同病相憐的小群體之間

缺乏橫向連結，無法跨界動員、經驗傳承；拆遷、徵地、拖欠工資等

特定訴求，較少引起普遍大眾的同情聲援；往往抗議訴求最終可以用

經濟補償來弭平。因此，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反而群體抗議演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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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另類發聲方式，是體制外的討價還價，成為解決人民與政府爭

議的 1種新制度模式，也成為中央監管地方的 1個指標。 
群體抗議事件的矛頭至今多為特定的官員、企業或機構，頂多是

特定地方政府新措施，不是針對包庇貪官的上級政府，也少有人追究

違法亂紀背後的制度成因。中央政府至今仍扮演爭議仲裁的角色，是

不肖官員的剋星，是人民的希望所寄。其實，當今群體抗議的種種訴

求，追根究底都是源於當今中國大陸制度框架的制約，如：不民主的

政治體制、不透明的決策過程、不獨立的司法檢察體制，以及不開放

不自由的財產權制度、不給予農民平等公民權的城鄉二元體制等。只

要制度因素沒有轉型或改革，任何政策措施或領導人意志都功效有

限，從而由制度因素導致的官員腐敗、政策失當和民眾抗爭，也會叢

生不窮。 
群體抗議的星星之火尚未升溫燎原。但近兩三年來，不僅抗議事

件急遽增多，單一事件的聚眾規模也越來越大，且牽涉執法人員(如公安、

城管、保安等)的抗議事件日有增多。星星之火升級為乾柴小火，不僅燎原的

風險升高，撲滅的成本也升高。2005 年以前，1 千人以上的群眾抗議
事件，占全年總抗議事件的比例，都低於一半。但以 2006、2007年群
體抗議新聞事件為例，1千人以上的聚眾抗議，約占了該年度抗議事件
總數的 7 成，顯示不僅群體抗議事件增多，個別事件的參與人數也膨
脹。因此，抗議過程中的不可控制因素會增高，執法者擦槍走火的可

能性升高，弭平抗議的行政成本和經濟補償也隨之墊高。 
2008 年以來，股市急速下跌、房價仍高、物價飆漲，城市白領市

民不若前兩年享受投資增值的快感，反而開始計算損失、失望沮喪，

一旦城市市民的失落和怨恨開始擴散、瀰漫，不僅影響經濟消費，更

會影響社會心理並激發集體行為，由此群體抗議發生的機會升高，失

控的風險當然就更高了。 
 
（三）群體抗議的政治過程和後果 

雖然群體抗議目前對中共統治正當性不構成立即明顯的威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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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們逐漸成為形塑政治過程的要角。當今中共各級政府的重要決

策，往往不是一人說了算，而是經過相關部門與機構之間的權力競爭、

利益競逐所產生的結果。在和諧社會的綱領下，集體抗議往往可以影

響特定官員仕途、改變既定政策；它們有以小搏大的政治槓桿潛力，

也影響既得利益的分配。例如，廈門反 PX項目的抗議過程中，表面上
是政府與群眾分據兩邊，但反 PX化工廠的陣營，實則包括海滄房地產
開發商的政商利益集團、國家環保部門、網路博客、環保知識份子加

上抗議市民，這些同一陣線的行動者們各有動機、各有所圖。同樣的，

上海磁懸浮延長線周遭的居民，散步集會反對該項工程，他們只是磁

懸浮工程決策過程中的一個臺面角色，適可而止地演出、影響決策，

但該項政策拉鋸戰背後，實則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不同部門與集

團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競逐。 
當今中國大陸的多種群體抗議，反映了弱勢群體逼急而反的困

境，而有限開放的政治結構、媒體報導和網路空間，給予抗議行動嶄

新的機會結構。從而，群體抗議成為政治過程的一部份，它們有意無

意、或多或少參與了部門機構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角力和利

益競逐，構成新一輪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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